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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先生等文学评论家普遍认为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诗歌是在
惠特曼诗歌精神的影响下创作而成，因此郭沫若被称为“中国的惠特曼”。但是，若仔细

审视郭沫若的作品，发现他只是侧重于鉴赏和吸收到惠特曼平民观、城市观、灵肉一致

的爱情观的表面特征，惠特曼诗歌平民观背后的泛神论、城市观背后的仁爱论、“灵肉一

致”的爱情观背后的对国民的深层价值秩序结构改正的意义没有被郭沫若深入地体悟。

郭沫若偏重于在本土语境的视阈下把惠特曼的诗歌精神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以及借

鉴惠特曼的诗风来扩展了诗歌话语资源，开拓了诗学视野，丰富了文学想象的审美环境

和诗情空间，而不是侧重理解其形而上的哲学特征，这方面则被史记先生和其他学者所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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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史记先生在《论“五四”时期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认为郭

沫若在五四时期创作的诗歌受到了惠特曼诗歌精神的影响，〔１〕这个观点不仅有

《凤凰涅?》《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具有明显模仿惠特曼诗歌文本的支持，

更有郭沫若本人对惠特曼诗歌精神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但是，仔细考察郭沫

若受惠特曼诗歌精神影响下的诗歌创作，会发现郭沫若只是借鉴惠特曼诗歌的

一些外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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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郭沫若诗歌与惠特曼诗歌平民观的差异

史记先生在《论“五四”时期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认为，在惠特曼

平民精神的启发下，郭沫若创作出《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一系列具有平民精

神的诗篇，平民精神可以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一大名片，但是若仔细审视郭沫

若的这些诗歌会发现，他只是偏重借鉴惠特曼平民精神的抒写方法，没有侧重借

鉴惠特曼平民精神的内核。

惠特曼对泛神论情有独钟，他认为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神存在，因此世

界上不管是庞然大物，还是微小颗粒，抑或是平民，都是上帝的巨大价值的体现，

从而从外到内都散发出崇高典雅的神圣性。神不仅仅是超越于自然界的神，还

可以是内化于自然界和内化于人内心的神，即人和自然都是“超灵”的显现，杜

彬彬在《惠特曼泛神论自然观蕴含的意义》一文中称惠特曼泛神论的哲学观念

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杜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忽视了惠特曼对斯

宾诺莎泛神论的改造。笔者认为，杜彬彬也没有指出斯宾诺莎和惠特曼泛神论

的区别。斯宾诺莎出于对传统神性的反抗，认为虽然一切事物都是神的一部分，

但是神是静止的，斯宾诺莎没有赋予肉体和精神以跃动不羁的属性，英国哲学家

罗素指出，“在斯宾诺莎那里，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的支配。

在精神领域中既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凡发生的事

俱是神的不可思议的本性的显现，所以各种事物照逻辑讲究不可能异于现实状

况。”〔２〕斯宾诺莎强烈反对人在观察世界时投入热情和激情，因为他认为激情会

蒙蔽人的认知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但是惠特曼抛弃了斯宾诺莎泛神论的部分

解释，惠特曼肯定人们观察和打量万物的激情，并把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他主

张用坚忍不拔、激进昂扬的动的精神和活力探索和挖掘现实生活。惠特曼还植

入了“力”的性质强调平民无限蓬勃的创造精神，从而使平民主体超越斯宾诺莎

泛神论中的伦理内涵而具有全新的意义，这一命题契合并反映了美国建设时期

反抗和抵制英国殖民奴役的时代精神。平民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具备如下特征：

第一，平民具有神性，能平等地看待万物，平民是有智慧的存在，时刻都能体

会到神性存在的光辉，诗人表达“我在每一件事物当中都听见和看见了上帝／我
在二十四小时的每一小时甚至每一瞬间，都看见了上帝的一部分，／在男人和女
人的脸上，在镜子里面的我自己的脸上，我看见上帝／在大街上我得到上帝掷下
的书信，每一封书信都有上帝的签名”。〔３〕在惠特曼的诗中，在大自然中快乐工

作的黑奴、辛勤垦荒的美国青年、卖力淬火的铁匠和怡然自得、潇洒酗酒的同寝

人等等，美国人都能在大自然中沐浴神性，从而得到人性舒展和灵魂自由。神性

的灵光向着自我、社会、欲望、道德等诸多社会层面闪耀，使人们在因神性的植入

体现出血肉丰盈的表情。李野光在《惠特曼研究》中发现惠特曼是性善论者，他

相信从人类到宇宙，都在永远地补救自己的缺陷，不断地向至善至美方向发

展。〔４〕笔者认为这种观念是正确的，诗人以泛神的诗性思维启发人们在面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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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的生活时把自己的生存压力转换为价值期待，由此体现他的诗歌在对精神的

提升、对灵魂的改造、对人格的塑造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体现出诗人感性中含有

理性、理性中包孕感性的诗歌创作智慧。

第二，生活在充满民主气息的社会环境中平民不是将自己的行为准则纳入

到传统道德规范系统中，他们在美国现代社会有着一定的文化涵养和精神诉求，

即使生活在艰苦贫瘠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他们大多数精神依然兴奋高昂，

并用自己蓬勃的精神抵抗难以承受的苦难，身体和精神因受民主精神的滋润得

到前所未有的舒展。尤其是抒情主人公“我”不肯过着苟且偷生、庸庸碌碌的琐

屑生活，具有强烈神性意识的诗人力图以“我”为主体的重塑和情感意志的完善

来影响民众，以“人即是神”的抒情冲动表明自己和其他美国民众一起超脱物欲

化、功利化、工具化的世俗社会，他以自己是神性社会中的精神标杆来号召民众

不向逼仄的生活低下高贵的头颅，启发民众在追求庸俗忙碌人生之外对灵的守

望和超脱，所以他的诗歌努力表达的不是平凡世界中平凡人的无助、无奈和无

能，而更多的是民众因具有神性产生的快乐惬意的心态和精神，即使优胜劣汰的

社会竞争法则迫使底层民众深陷触目惊心的生存绝境，在高贵的人格神的指引

下，人们依然能对外界异化力量进行不屈不挠、不折不扣的抵御和抗争，由此获

得了沁入心扉的精神支柱。

第三，惠特曼笔下这些平民心中都有坚定的信仰。这与基督教倡导的伦理

道德观紧密相连，平民即使暂时陷入了无奈的处境，认为自己的痛苦而又荒谬的

人生是由超验的彼岸世界演绎而来，之所以陷入了无奈的境地，盖因生活中含混

复杂的事实和超验的理性世界之间产生了隔阂。尽管有时平民陷入困境，但他

们仍然苦苦寻觅着心中的、那能够带领人们走向怡然澄澈境界的无形的上帝。

所以无论是策马奔腾的放牧人还是挥动大锤挥汗如雨的打铁匠，无论是在茂密

森林里干活的自信满满的伐木人还是划着长桨沿着罗伦斯河而下的筏夫，他们

都认为：除了人类社会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圣的、由上帝主宰的彼岸世界。

这种上帝与人、灵与肉、世俗和信仰、理想和实际、有限和无限、物质和精神的双

重价值的张力结构，决定着要有一个超验世界来救赎和确证自我、人生价值和意

义的存在。比如在《自己之歌》中，作者这样写道：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上帝在内，比他自己更重大，

任何一个行业，青年人都可以借之成为一个英雄，

任何一件柔软的物质都可以成为旋转着的宇宙的中心，

我对任何男人和女人说：让你的灵魂冷静而镇定地站在百万个宇宙之前。

———《自己之歌》〔５〕

这首诗在惠特曼作品中是有代表性的，歌颂平民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只是

借平民的形象来表现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信仰才是他这类诗歌的创作目的，诗歌

中的平民普遍相信，有了坚定的信仰，人们即使在政治强权和文化强势的境遇

下，始终都能树立对个体自由的渴望和思想独立的信念；有了信仰，即使人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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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分五裂的独立战争的险境中，也能坦荡相处，以诚相待，宁愿自己受苦受难，

而不愿对别人拳脚相加；有了信仰，人们即使在颠倒黑白、恐怖压抑、消极颓废、

怪诞疯狂的窘境中，也能营造出一个静谧的心灵世界。因此压抑自己潜意识中

的邪恶苗头，实现心灵和道德的陶冶和提升。所以，诗人浓墨重彩地凸显美国民

众在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中不放弃自己的原初理念和精神信念，以及他们凭借

超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达到自己拥护民主制度和宣传民主精神的人生目的。

郭沫若虽然也描写从事各种职业的健壮朴实处于社会底层的最艰苦的劳动

人民，诗人也深情赞美他们，他认为他们不仅有强壮有力的臂膀、灵活发达的头

脑、健康结实的身体，而且幸福满足地过着自强自立、自尊自主的生活。而郭沫

若在理解的时候，没有侧重领悟惠特曼诗歌中平民更为本质的神性和对心中对

超验世界的守望。

一个锄地的老人／脱去了上身的棉衣／挂在一旁嫩桑的枝上／…／他那健
康的黄脸／他那斑白的须髯／他那筋脉隆起的金手。／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雷峰塔下》〔６〕

在《雷峰塔下》等诗歌中，郭沫若把工人农民等平民看成伟大的普罗米修

斯，把自己称为地球母亲的不孝子孙。抒情主人公有时甚至想跪倒在农民脚下，

称他们为亲爱的父亲，并想为他们服务，舔掉他脚上沾满的黄泥，通过自己内心

的接受和由衷地臣服，诗人赋予劳动者高尚的劳动品格。表面看来惠特曼的诗

歌和郭沫若的没有二致，都是对平民的赞颂，但前者的平民是以形而上的神性和

信仰做基础，而郭沫若只是侧重于学到他对平民行动的铺排列举的抒情风格，没

有吸收他的形而上的信仰，《地球，我的母亲》《上海的清晨》《雷峰塔下》等诗歌

便是如此。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信仰和实用是一样的，认识和实际是一致的，

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是雷同的，他们充分重视现实的人生，体现一种入世的实践

理性的精神。所以国人大多关注自然活动而不注重神圣活动、注重平民身体的

高贵而不注重灵魂的高洁、注重生命的皈依而不注重灵魂的驻存。郭沫若在理

解惠特曼诗歌的时候，没有偏重与理解惠特曼憧憬的超验世界，而极其注重对现

世的、世俗性的生命活动的领悟。

体现平民观的郭沫若的诗歌大多以平民为主角，表现抒情主人公和劳动人

民完全融合在一起，并发现平民身上崇高的品质，分享他们喜怒哀乐的场景。他

对信仰所具有的非现实的神秘性持质疑的态度，没有偏重注意到惠特曼的呼唤

神秘的、灵魂体悟式的抒情诗歌，也没有偏重理解惠特曼用神性的眼光观照和打

量平民，希望用博爱、宽容和奉献牺牲的精神打造平民的思想，亦没有偏重理解

惠特曼用信仰和情感凝聚人心，提升国民精神境界的积极意义。所以郭沫若诗

中的平民普遍没有信仰的思想体系和坚定的精神信念作为自己的心灵寄寓、精

神支柱、文化传承的纽带，所以也就不可能始终对上帝的回归心怀焦虑和祈盼。

郭沫若曾经这样理解终极信仰，“形而上学者假拟出一个无始无终的本体，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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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虚构出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从而宗仰之，冥合之，以图既失了的乐园之恢复；

但是怀疑尽了头的人，这种不兑换的纸币，终究要失掉它的效力。”〔７〕

二、郭沫若诗歌与惠特曼诗歌城市观的区别

惠特曼对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的丰富性、深刻性、多维性、复杂性有着独特

到位的把握，他不仅敏锐地察觉到城市中的大发展促使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社

会活动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还能加快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和促进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的更新。在国民精神普遍匮乏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潜在于个体内

部的爱心、凝聚力、创造力不经过其他人的悉心引导和提示或者不受外在力量的

激活非常容易被人们忽视，尤其是从英国殖民权力场域的束缚和控制下刚刚获

得独立的美国，个体潜能完全处于被蒙蔽、被淹没、被封锁的状态。所以需要在

城市精神的引导下培育出进步的理性观念，尤其对城市中科技的洗礼来鼓起他

们奋发向上的勇气和毅力，强化和升华他们追求民族强大和繁荣的凝聚力。所

以，他把启蒙理念寄托于通过对城市文明精神的推崇上，他呼吁民众应多植入崇

尚城市中的科技理想的观念，鼓舞美国人的生命热望，激发人们对英国文化殖民

的控诉和对抗，以彻底根除民众依赖英国陈旧的精神文化的习惯和驱除民众受

奴役麻痹的风气的蔓延，使之对美国当前和未来多负责任，产生推动社会的健康

发展、实现重造现代国家的迫切念想。惠特曼将激情、仁爱和城市进步等融合起

来，并最终指向了人的创造性和社会的进步，使其理性观点到达了较深的哲学层

面。惠特曼在《草叶集》序言中写道：“精密科学对于诗人不是束缚而往往是鼓

励和支持，那里是出发和永远令人回想之处。”〔８〕

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推崇起源于诗人感受到长期处于殖民压抑的民族在苏醒

后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若能受到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科

学精神的浸染，人们就可能对社会发展做出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认知，现代化的

美国梦会早日实现，惠特曼始终强调城市发展在社会进步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

重要作用，他在“钢铁时代”的纽约纵情歌唱，歌唱火车头、电缆和脱粒机。〔９〕

在《从巴门诺克开始》《斧头之歌》《展览会之歌》《红树木之歌》《给冬天的

一个火车头》中，惠特曼对城市文明大为赞赏，他大力歌颂辞典编纂家、机械师、

化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数学家对推动城市发展的丰功伟绩。表现在美国

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钢铁化工冶炼、石油能源开采、肉食加工生产等大型工业

的大量出现推动了美国的伐木造纸、纺织产业、酿酒行业、建筑工程等各行各业

的振兴。

惠特曼在《狂欢的城市》这样书写心中理想的被科技包围的城市：

狂欢的、可以到处走动和作乐的城市，

总有一天，由于我在你当中经历过和歌唱过，因而会使你显赫起来的城市，

不是你的那些庆典，你那时时变换的场面，你的壮观，在报偿我，

不是你那些栉比连绵的房屋，或码头上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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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大街上的人流，或者辉煌的陈列商品的橱窗，

也不是跟学者们交谈，或参加社交和宴会；

不是那些，而是当我经过你的时候，曼哈顿哟，你那频繁而迅速地向我

传递的爱的眼色。

传递着对我自己的眼色的响应———是这些在回报我，

只有相爱者们，长久的相爱者们，在回报我。〔１０〕

“我们对自己说，记住，不要害怕，要坦白，敞开身体和灵魂，呆一会又继续

前进，要大方，温和，纯洁，使人亲近。”〔１１〕在《欢乐之歌》中，主人公的精神是如

此的欢乐，以至于“它是无拘无束的———它如同闪雷般飞射。司机的快乐啊！

他和一辆火车头一起前进。”〔１２〕这些诗在惠特曼的作品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坚

信城市生活可以丰富美国人的心理空间、可以对美国进行文化重建时，诗人凸显

城市的进步带给主人公的“爱的眼色”、爱的喜悦兴奋和欢愉惬意。惠特曼认为

城市中蕴含着无穷的爱的潜力和能量，使得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同样可以保持天

真的品性，淳朴的天性和青春的诗意，正如阿伦布洛克强调个体价值和个体尊严

时概况总结出人文主义者的最大特点，“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

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

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

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

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１３〕惠特曼对城市的崇尚是以基督教的仁爱做基础，

他只是借城市生活和人们的感受来表现他对爱的笃信，惠特曼认为：“科学，在

根除古老的陈腐之谈和迷信之后，正在为诗歌、为一切艺术，甚至为传奇故事开

拓出一片百倍宽敞而奇妙的蕴藏着新的性能的园地。”〔１４〕其中，“新的性能”之

一就是对爱的笃信，也是这类诗歌的核心，郭沫若在理解的时候，偏重于和中国

的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没有偏重感悟这种相对于其雄阔诗风更为本质的基督教

信条。史记先生在论述惠特曼诗歌对郭沫若诗歌创作影响的时候，没有指出两

者城市观的本质区别。

郭沫若借鉴惠特曼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描绘手法，在《女神》《星空》《笔立山

头展望》《少年维特之烦恼》《雪朝》《演奏会上》《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新阳关三

叠》《匪徒颂》《胜利的死》《地震》等诗歌中，诗人只是吸收了先进的科学元素，

加入了“汽车、飞机、Ｘ光线、谐振、燃点”等城市中的景物，这些诗歌体现出郭沫
若认为作为力量化身的城市是国富民强的重要标志，能不断推动工业化进程的

速度，也表现出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意识。在写给好友宗白

华的信中，郭沫若这样表述：“我们既赞扬希腊文明，同时又不能忘情于我国固

有的传统，则科学文明当然不能加以蔑视，我辈肯定人生，则当于积极进取的动

态中以求生之充实。我国固有的传统精神亦正示授我们一个生活的指标，从希

腊文明递演出的科学精神亦正是我辈青年所当深深吸吮而以自为营养的一种资

料。科学虽不是充实人生的一个全圆，但它是这个全圆的一扇重要的弧面；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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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方面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

乳，我们要在我们这个新时代里制造一个普遍的明了的意识：我们要乘着个动的

进取的同时是超然物外的坚决精神，一直向真理猛进！”〔１５〕郭沫若和田汉乘坐火

车到太宰府观光游玩，他都不忘记录现代化交通工具所引发的心绪情感。他在

信中这样描述：“火车在青翠的田畴中急行，好像这个勇猛沈毅的少年向着希望

弥满的前途努力奋迈的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

前飞舞。飞！飞！飞！我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 Ｒｈｙｔｈｍ中了！我同火车全
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的！”〔１６〕郭沫若及时捕捉到现代科学文明带来的

全新的现代感觉和新的人生体验，用火车飞驰的短促和快速的节奏把自己坐火

车的兴奋和激动之情写入诗中。郭沫若看中的是城市中的科技能加快中国社会

进步的速度和推动民族现代化的进程的社会效用，他把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工业

发展的要求放在构建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宏大框架中。

表面看上去惠特曼和郭沫若诗歌中表达的城市观没有两样，但前者事实是

用基督教爱的视角为底色，这是发展科技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惠特曼没有用

功利化的衡量标准来凝视城市生活，否则诗人不仅对城市生活的本真面貌和价

值意义的探索做浅尝辄止的表面性的理解，还有可能拘泥于狭隘的个体情感，导

致诗人对现代意识、现代情绪和现代体验的放逐，于潜意识中遮蔽城市文明所呈

现的独特的现代美感。惠特曼呼吁，人们要用爱的目光和爱的情怀看待城市，以

爱的视角而非利的视角看待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和内心状态，惠特曼提出的城市

背后人们之间的爱不仅仅在为现代美国城市居民回归心灵天堂提供了一个具体

的道路，还在于为现代美国公民的道德超越提供了精神导向和终极关怀。

郭沫若有意识地模仿惠特曼的诗作，典型的就是雄浑辽阔的排比气势，在他

看来，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和科学指导下机械化进程息息相关，机器昼夜不分地轰

鸣工作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诗人由衷地发出赞美机械科技文明对社会发

展起到的积极作用，把自己对科学的感觉和印象与对祖国新生的急切欢快的渴

望联系在一起，并在诗中的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然而，郭沫若重点在

于描写城市的科技之力对当下现实的启发，没有侧重于体现出惠特曼诗歌中城

市生活背后对个体精神的追寻尤其是对爱的追求和礼赞，对于他的爱的哲学则

没有推开大门，而这点被史记先生所忽视。依靠基督教的爱的体悟和高度的人

文关怀来获得深刻的精神境界是惠特曼诗歌的特征，他们就像隐在诗歌背后的

神，以神之眼透过诗歌发射出博爱的光芒。

三、郭沫若对惠特曼爱情诗歌的误读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文艺思潮论》中视自然、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

为惠特曼诗歌的三大主题：“以自然（Ｎａｔｕｒｅ）、人道（Ｈｕｍａｎｉｔｙ）、民主主义（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见称的美国诗人惠特曼（Ｗｈｉｔｍａｎ），其谢世以后，世论尚之。至最近数
年，益风靡西欧文坛者。以他的思想，系以灵肉调和为根本，极大胆地赞叹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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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的原故”。〔１７〕厨川白村犀利地指出惠特曼对灵肉关系的正确处理是现代社

会的特征，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把身体欲望当成令人鄙俗的原罪，普遍以理性

排斥身体直觉、情感欲望等所谓非理性因素，对灵魂的至高无上的强调而使得感

性肉身作为罪孽受到贬低和排斥。惠特曼的心灵导师爱默生延续了这种思想，

他从二元论出发，认为精神、思维、灵魂远远高于肉体，惠特曼试图通过对肉体的

崇尚来消解爱默生的此种观点，肉体是身体最重要的一面，惠特曼认为“假使有

任何东西是圣洁的，人类的肉体便是圣洁的，一个男子的光荣和甘美，便是未被

污损的男性的标志，在男人或女人身上，一个洁净、健强而坚实的肉体，比最美丽

的面孔更美丽。”〔１８〕所以，惠特曼反对自己的导师爱默生的观点，即爱默生认为

肉体极大地阻碍了灵魂的纯化和净化，提倡用思想文化的发展来排斥和贬低肉

体。鉴于健康强大的肉体能带来生命活力和生命强力以克服颓唐脆弱的国民心

理，惠特曼把现代性爱作为加速打造国民个性的催化剂，把“释欲”原则作为充

分释放国民个性的关键。同时他把矛头指向西方宗教神学体系和清教禁欲制

度，殖民时期的英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后来的清教教义对美国人性的钳制和压抑

是多角度的，尤其是性爱方面，清教徒对性是非常禁忌的，为了有力掌控弱势群

体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实践，性成为最高阶级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之一。清教徒

的性禁忌成为合法性的这一不合乎人性的标志早已在被统治者的灵魂深处镂刻

下深深的烙印。作为人类文化传统和私人生活中极为隐私的领域，传统诗人很

少有勇气书写凸显个性释放的诗歌。在惠特曼看来，人是欲望者，身体欲望是人

生命存在的和建构的最直接的表现，必须正确对待身体的欲望释放，源自于身体

的欲望、冲动、本能、情感不能被内省、反思、评价等所取代，因为纯粹的心灵自我

或无心的肉身自我是不存在的，人应该是情感、直觉、反思、欲望、冲动等精神自

我和肉体自我的统一。

而若培养出个性蓬勃的美国人，不仅意味着社会体制的全面革新，更重要的

要能促进国民主体价值观的彻底转变。考察当时美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现实，惠

特曼发现由于殖民文化教义和清教文化思潮对人们自然欲望禁锢的越是长久深

厚，国民个体的潜能就越难挖掘、实现和释放，禁欲不可能造就刚健洒脱、敢作敢

为的生命个体，只能造就羞惭软弱、唯唯诺诺的个人。因此，要使得美国人的个

性从传统理念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以“灵肉一致”的性爱原则对国民意识进行改

造和重塑是不可缺少的，若缺乏对以“灵肉一致”为前提的性爱原则这种深层价

值秩序的探索和建立，从身体到灵魂都完整自由的美国个人主体性的建立是不

可能横空出世的。

他追求的健康自然的“灵肉一致”的性爱观念和现代道德意识相吻合，惠特

曼对自己诗歌的定位是：“我让《草叶集》的问世，去唤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

心中那不绝的生命之流，并使之高涨，永远激荡着他们的爱和友情直接向我奔

来，对于这个强烈而不可抑制的渴望（它无疑或多或少地潜伏在大多数人类灵

魂的深处）———这种从未满足过的对于同情的欲望，以及给别人以同情的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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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这种普遍的民主的伙伴的爱———这种古老、永恒而又常新的适当的象

征着美国的爱的交流———我想在那部诗集中已经毫不掩饰地、公然地给予了表

达。”〔１９〕郭沫若在《女神》序言中提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

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

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２０〕郭沫若诗歌中提倡的现代意义上的灵肉

一致的爱情排除了功名利禄、门第高下等封建传统道德一切外在因素的束缚，其

写作宗旨和惠特曼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通过对情感的肯定和歌颂来对抗禁欲主

义的包裹。然而，若仔细审视和考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却发现他并没有偏重于

真正深入了解惠特曼的“灵肉一致”的性爱观。

惠特曼从人的欲望为切入点来激发人的生命本能和生命强力，他认为，性爱

的满足是一切理智活动的原始动力，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能欲求之一。

他不遗余力地呼吁欲望的释放以便促使人从麻木不仁、呆滞愚钝的心理惯性中

解放出来，使国民感受到性爱的勃发、生命的冲动、思想的灵动、情感的恣意、欲

望的燃烧，使国民个体生命处于全面打开、澄澈透明的状态，如果原欲是火，在惠

特曼这里，就是熊熊燃烧的欲望的大火，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地持续存在的生

命旺火，而不是一丝火星，一束火把，不是放在火炬中的小面积的可以度量的火。

马克思曾这样表达过：“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

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的控制。”〔２１〕

惠特曼把性欲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繁衍的重要助力，而灵和肉一致的结合在

他心中是最完善、最神圣、最崇高的，现代性爱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是关涉国民

个体本能欲望得到满足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作为美国国民个性建立成功与否

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惠特曼以“灵肉一致”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爱的

提倡和追求，并不仅仅清除美国文化心理结构中传统因素中的肉体是鄙俗不堪

的、灵魂是神圣不朽的、智慧高贵的思想理念，同时还伴有对国民的深层价值秩

序结构进行大胆改造的重大意义。惠特曼诗歌中性爱话语的构建正是从现代性

爱中获得灵感，为当时如何塑造充满个性的美国人找到一个突破口，通过性道德

这个极有刺激性和感召力的话题，把当时社会的目光聚焦在他们的切身体验上，

使得民众由这种体验感得知个性精神的可贵，个性自由的观念广为流传。

而这种以“灵肉一致”为基础的个性解放还伴有对国民的深层价值秩序结

构进行大胆改造的重大意义的性爱观在郭沫若的诗歌中是罕见的，虽然郭沫若

的此类诗歌中有惠特曼诗歌的影子，但对他们的形而上的意义，却有了一定的曲

解。惠特曼的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话语在诗集《向那花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诗根据《圣经》中《失乐园》的情节线索开展，深刻地折射出美国民众普遍对性

爱禁锢的强烈不满和坚定抵抗，惠特曼想要让读者感受到，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

延续和传承就是因为原始的生命欲望不断地发挥效用，惠特曼认为基督教传统

中的原罪不是十恶不赦、天地不容的罪行，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赤身裸体的

性爱生活是非常纯洁美好的。他指出：“那种禁止欣赏大自然最奇妙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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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体结构和形态的崇高美的行为，纯粹是讨厌的假正经，而乐园中的夏娃

和亚当倒没有什么可怕之处。”〔２２〕诗人认为他们被压抑的欲望得到了最大的缓

解与释放，这样他们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吹响人类欲望解放的宏阔之音，而他们的

后裔曲解了自然法则，将性爱看成可耻的勾当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

惠特曼的诗歌既不局限于对肉体的推崇，也不拘泥于对精神的褒奖。他强

烈反对灵魂和肉体割裂的反逻辑的二元论，而认为人的肉体和灵魂一样崇高神

圣，提倡完整的灵肉一致观，因此，他塑造出具有健康的体魄和纯洁灵魂的活生

生的生命个体，构建出深邃而有活力的新的性道德的诗学境界，因为若对个体性

欲的描写一旦成为诗歌创作的滥觞，那么作品的性爱描写远远不会丰富而又深

邃、博大而又辽远、厚实而又崇高。所以，只有把灵与肉融为一体的诗歌创作才

可能具有恒久的审美生命力，才是人区别于动物活动的关键所在。惠特曼的诗

歌通过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来达到赋予现代人们鲜明个性的目标，有力地

反抗历史上漫长的贬低和歧视身体、遏制和控制灵魂的文学传统，施展美国个体

的“灵肉一致”的性爱权利逐渐挺进人性的深度自由。这种走向人性深度自由

特征是此类诗歌的核心，而这种特质在郭沫若的诗中是罕有的。

宗白华在《恋爱诗的问题》中指出：“向来一个民族将兴时代和建设时代的

文学，大半是乐观的，向前的。有惠特曼雄放无前的伟大乐观，所以也有了美洲

人少年勇进的建设气象。法国颓废派的文学不足以振兴法兰西的民气，而罗曼

罗兰的乐观文学于将来法国，将来的欧洲，必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极私心祈祷

中国有许多乐观雄丽的诗歌出来，引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入于一种愉快舒畅

的精神界。从这种愉快乐观的精神界里，才能养成向前的勇气和建设的能力

呢！”〔２３〕在人性低迷、激情消弭、思想萎靡的时代，虽然郭沫若模仿惠特曼的充满

激情的感性冲动、能引人们到惬意爽快的境界的诗歌，但是内涵有本质区别。

郭沫若的《Ｖｅｎｕｓ》诗中有“灵肉一致”的主要观念，诗人写给自己心中的象
征Ｖｅｎｕｓ的恋爱女神时，把爱人的嘴比作酒杯，能把他灌醉，沉醉于靠在她乳房
的欢愉当中。虽然这些爱情高歌者、爱情追索者、爱情沉溺者的艺术形象和行为

感染过郭沫若，但是他不可能如惠特曼那样用高蹈的浪漫激情，毫无顾忌、堂而

皇之、正大光明地描写圣洁的爱情，诗歌只是以形象表达出郭沫若对灵肉的一般

理解，他虽然被惠特曼的“灵肉一致”的性爱描绘所震撼，甚至从个人心底发出

由衷地赞美，但他很少在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中大量描述人对官能之爱的沉溺，

最多是在某些细节提到。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曾经翻译惠特曼的《从那滚滚

大洋的群众里》的译诗，并把译诗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原诗的标题

是“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ｃｅａｎ，ｔｈｅＣｒｏｗｄ”，标题为“从滚滚的人海中”，原诗是首表
现感情真挚的情诗，而郭沫若却翻译成鼓动人们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而不断奋

斗的诗歌。

郭沫若是吸吮传统的乳汁长大，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观念已经内化为他的心

理积淀，所以受到传统力量和传统心理的限制和影响，他笔下不可能出现如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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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那样对性爱细致描绘的诗歌。由于本土语境的制约，在灵与肉发生冲突矛盾

时，他后期的诗歌侧重把生命内部的灵肉冲突转换为外在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理

想的冲突，这种性爱描写往往有更为强大的社会性主题，抗战爆发后，他忽视了

欲望可以转换为革命的动力，而使得革命抗战的话语成为社会主导话语，极大地

压抑“灵肉一致”的爱情诗歌的出现。也就是说，从此角度切入人的发现，展现

人的生命强力的诗歌作品服从于以民族救亡的宏大局面，对性爱的细致描写的

诗歌极为少见，这种本土语境构成强大的力量遏制诗人对“灵肉一致”的性爱的

细腻描写。史记先生在论文中指出了郭沫若在惠特曼的影响下创作的爱情诗

歌，但是他鲜有注意到两者爱情观的区别。郭沫若诗歌罕有惠特曼诗歌中主人

公对爱情的坦率表白，罕有惠特曼对女性美的大胆欣赏以及对爱之欢愉的细致

描绘，罕有对爱情自由追求的抒情主人公以背离和抗拒传统伦理规范的姿态在

坠入爱河的同时使得生命得以全面敞开，以达到身心自由的境界。

郭沫若在学习和借鉴惠特曼诗歌精神的时候，鉴赏和吸收了惠特曼诗歌气

势宏大的表面形式，他创作出来的诗歌只是以形象来表达自己对惠特曼诗歌精

神的理解，没有侧重体悟惠特曼诗中神秘的超验的层面，特别是惠特曼诗歌的平

民观背后的泛神论、城市观背后的仁爱论、灵肉一致观背后的对国民的深层价值

秩序结构改正的意义，他的诗歌没有上帝、神性、对博爱、对彼岸世界的守望等形

而上的信仰作为支撑。对此，史记先生在其论文中没有提及。

郭沫若借鉴惠特曼的诗风来扩展了诗歌话语资源，开拓了诗学视野，丰富了

文学想象的审美环境和诗情空间，而惠特曼诗歌的博爱、悲悯的宗教精神和向上

的意志等哲学特征却没有被郭沫若所深入借鉴，故当时代主题和时代呼吁发生

了变化，他的诗歌创作立即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向，投入到为政治生涯服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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